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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纠结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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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 

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 

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 

“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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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建国后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以及 

审美理念的盲视与洞见形成的审美张力，都可以在宏 

大的政治话语、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芜杂的民间话 

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中进行内涵分 

析，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当政治话语的权利归约所 

指引的价值方向、知识分子话语的价值理念与民间话 

语的价值形态形成的异质因子未能充分磨合时，三者 

之间的失衡意味着建国前形成的和谐的话语局面已经 

破裂。在新的历史语境要求立场鲜明的价值选择面 

前，面对自五四以来形成的具有群体性质和救亡功能 

的现代新理性的体察，主体的自由意念与相对宽松的 

公共空间的缺失形成的共时生发的张力，逼迫赵树理 

在政治理性对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压制的夹缝中寻求可 

能生长的空间，这种由不同的价值理念造成的间离效 

果，促使他在矛盾冲突语境中建立其独特的审美调节 

机制，以使不同的话语意蕴通过作家的审美心态的创 

生转化达到新的动态平衡。 

但政治话语在战争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统合 

下，形成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在改变了的历史语境中得 

到及时调整，相反夸大了阶级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强化 

教育功能。以知识分子为话语中介传达政治理念于民 

间的教化功能进一步走向了逼仄的境地。这样，“现实 

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 

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转化， [1](102) 就失去了传输沟通的媒介。 

具有审美独创性的赵树理，传统的文化积淀和现 

代的理性构成，使他在文化整合的传统创化过程中形 

成的“问题”文本与宏大的政治话语规约之间无法达到 

有效的平衡。因此，在“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 

时代环境中，恬淡超脱的心态无法掩盖复杂的人际关 

系和紧张的政治语境形成的尴尬被动局面。对此，作 

家孙犁有过精细的观察和耐人寻味的评价： “他的创作 

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 

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 [2](319) 新的国家意志形成 

的政治时代共名，让站在农民文化立场上的赵树理， 

无法按照理性方案有条不紊地走向异质话语之间沟通 

与和谐的康庄大道。因此，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合作 

化小说，无论是长篇《三里湾》还是《锻炼锻炼》《互 

作鉴定》《表明态度》《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老定额》《卖烟叶》等中短篇小说，在民间审美形态 

的艺术传达和话语整合方面，都比建国前的《小二黑 

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逊色。 

其建国前后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评价，通过叙事话语的 

分析，可以为其创作困境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 

一、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 

话语不过是“多种由权力、职业、性别、阶级等政 

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不同社会语域的和弦”， [3](117)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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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价值规约的言说在“谁在说”“说谁”“说什么”等 

具体的语境和言说空间的实践中，体现出权力话语的 

等级差序。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占据着高高在上的优 

势，作为不证自明的权威话语，可以对精英话语和民 

间话语进行规训与惩罚。但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 

作为弱势话语的被动客体也有主体能动的二重性，一 

旦超过承受的极限，便会采取阳奉阴违的反讽话语， 

暗暗地发出反抗的讯息。同时， 政治话语的价值规约， 

在历史语境中也要无条件地接受实践标准的检阅和验 

证。建国后最大的政治话语是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以 

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小亚细亚耕作模式的合作化运动， 

对新生事物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来进行必然的 

逻辑论证，就成为合作化叙事先验的结构框架。兼具 

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员双重身份的赵树理在小说的伦理 

叙事中，由于受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认知范式的制约， 

未能以现实实践的标准验证先在的政治话语的真伪 

性，因而成为了众多完成任务的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 

花。 

作为建国后第一部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里 

湾》，故事情节的发展反映的合作化运动，走资本主义 

发家道路与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阶级斗争并没有 

采取剑拔弩张的对立形势，开展你死我活的紧张冲 

突，也没有像后来的同类题材小说 《山乡巨变》 和《创 

业史》那样，遵照政治话语的宣传模式与既定方针， 

理直气壮地演绎并形象化诠释农业合作化政策。“《三 

里湾》书中所说的人，就是在这两条道路上一些有点 

代表性的人。我们说他们‘摆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 

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 

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象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叫 

人看出个彼此来。 ” [4](35) 农村开始建立的初级农业合作 

社所出现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纠纷，在民间话语的价值 

判断中也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状态。民 

间原生态的相互胶着形式，正是民间独立的个体对政 

治话语的快刀斩乱麻的价值判断方式给予的颠覆与消 

解。当然，这不是赵树理有意识地采取与时代共名相 

左的叙事方式和政治理念快意叫板，而是鲜活的农村 

生活现状及民间伦理观念形成的政治模糊性，激发了 

赵树理叙事的民间生活记忆。因此，同一家庭内部， 

有一心想发家致富的落后分子糊涂涂马多寿，为了想 

保留他朝着富农方向发展的阵地，就用相沿成习的家 

法和父辈的权威来控制接受了先进的文化观念的合作 

化积极分子菊英和有翼，直闹得儿媳菊英分家和儿子 

有翼革命；有共产党员袁天成，在不同环境下，就要 

分别接受党的领导以及他那个落后分子“能不够”老婆 

的领导。在家庭外部，不但党员袁天成和他的连襟 

——落后分子马多寿愿意亲上做亲，就连村长范登高 

也能和坏分子李林虎在抵制合作社开渠上彼此心照不 

宣。父子、夫妻、亲戚、邻里之间遵循着不受国家成 

文法典的干涉和制约的“习惯法”原则，在自由自在的 

生存状态中以卑微的低调姿态，对政治话语过于强调 

国家权力意志起着软着陆式的纠偏和制衡作用。显 

然，作家同情理解农民的人性话语和自由无拘的民间 

话语形成的逻辑合力，终究没有让政治话语硬生生地 

嵌入民间生活之中。因此，周扬批评《三里湾》：“(赵 

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 

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5](32) 

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规训与顺应、惩罚与 

反抗的运作机制并不是简单的单向被动模式。政治话 

语在主观愿望上的理想设计与民间话语最终追求的幸 

福目标相和谐的方面，可以说是二者能够在近三十年 

的合作化运动中共处发展的基础。反映在赵树理的合 

作化小说中，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赵树理小说的农 

民意识和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模 

式，毋宁说是一种‘协商’关系更准确些。” [6](373) 在建国 

后的问题小说的书写过程中，赵树理是从内心深处拥 

护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私有制和狭隘的小生产观念的改 

造，特别对《锻炼锻炼》中的落后群众“小腿疼”和“吃 

不饱”的自私自利的农民根性，是抱着“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的复杂感情的。对于民间话语的藏污纳垢性， 

赵树理是站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媒介立场上，主 

张用政治话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方针，切实地解 

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自己曾说：“这是一个人民内 

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 

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 [7](429) 从主 

观上说，政治话语凭借来自上层的威势，对民间话语 

的封建性糟粕进行清除，道义的合理性不证自明。但 

“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的经验教训是赵树理从《邪不 

压正》到《锻炼锻炼》一以贯之的关注焦点，周扬在 

《〈赵树理文集〉序》中指出：“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 

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 

混入党内的坏分子。” [8] 杨小四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生 

产效率较低的现实背景下，对付落后群众“小腿疼”和 
“吃不饱”的行为就很有流氓无产者的味道。他采用贴 

大字报等整风时期群众向领导提意见的方式，倒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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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干部整治落后分子的武器。在“小腿疼”大闹办 

公室时，他满口政治话语：“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 

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 

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请得到法院！” 

这里“政府”“法院”，甚至最后还把“毛主席”等政治话 

语随意拿来对群众上纲上线，整治群众的蛮横态度和 

咄咄逼人的气势本身就是对政治话语的力量消解。既 

使是把民间话语逼到了尴尬的失语状态，也是对权威 

话语的颠覆。更无赖的行为是对误入圈套的“小腿疼” 

和“吃不饱”拾自由花的行为逆转为偷棉花进行批斗， 

让她们作为罪犯接受群众的整治。政治话语的规训功 

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就会遵循否定的辩证法走向事 

物的反面。民间话语以生存的智慧，在生活真实和艺 

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中，达到了悖反政治话语的规约的 

目的。 

二、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 

政治话语总是凭借统治阶级的力量成为不证自明 

的强势话语，对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进行规训与 

诱导。 而“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 

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 

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 

的理想的文化品格”。 [9](40) 民间话语在本色地表达被侮 

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世界时，往往采取变形或者隐 

形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活面貌和喜怒哀乐的情感追 

求。 

长篇小说《三里湾》开篇“从旗杆院说起”，具有 

古人所说的“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丰富意 

蕴。“旗杆院”与“马家院”在社会功能、布局结构、人 

员来往、商谈事情等方面的鲜明对比，具有了耐人寻 

味的隐喻功能。旗杆院隐喻着共产党在合作化运动中 

的教化功能，房屋的易主和功能的转化启发后来者要 

时刻牢记“吃水不忘挖井人”。革命成功隐喻的政治话 

语与民间话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观念，在民间 

伦理的舞台上实现了有机的契合，非常自然地成为民 

间话语涵纳的对象。马家院在空间的聚焦点上成为合 

作化运动的绊脚石的价值判断，在叙事功能上成为与 

旗杆院公有制截然对立的私有制的大本营，在道义上 

成为一大二公的政治话语无可逃避的教育和改造的对 

象。作者借范灵芝的视角作了逼真的描绘：“常来往的 

人是他的能不够姨姨、 老牙行舅舅，做的事是关大门、 

圈黄狗、吊红布、抵抗进步、斗小心眼、虐待媳妇、 

禁闭小孩……。”总之，两院的空间聚焦的鲜明对比， 

预示了民间话语的封建性糟粕在科学/愚昧、进步/倒 

退、开放/保守、民主/封建等二元对立的思维下，已 

先天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道义的合法性。 

民间话语虽然在强势的政治话语的规训下，在一 

定程度上被迫接受权力的改造，并与之相互交融和渗 

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话语始终作为被动的权力受 

体，自觉自愿地接受政治话语的一切规训。自由自在 

的民间话语特性，注定了在用原始的生命力激情勃发 

地拥抱生活的过程中，民间的文化记忆和约定俗成的 

传统习惯，就会在民间话语对抗强势话语的过程中取 

得主体的地位。尽管民间话语的支离破碎性，会影响 

它抗争强势话语的凝聚力，但它也会在主体性和能动 

性的作用下完成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拒斥功能。《三里 

湾》中的袁天成的老婆外号叫“能不够”，村里人对她 

的评论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她在 

家中用胡搅蛮缠的私有观念和个人幸福的小算盘作为 

武器，对共产党员丈夫进行服服帖帖的领导，她的民 

间身份实际隐喻着民间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反改造和拒 

斥，也意味着在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作为民间话语的 

栖身之地，可以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将政治话语的 

规约挡在门外。袁丁未外号叫“小反倒”，“决定个什么 

事情，一阵一个主意；在做活方面，包件的活做得数 

量多质量坏，大伙儿的活是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和大 

家在一块抖擞谷秆，别人挑两下他也不见得能挑一 

下”，他的行为实际上和《锻炼锻炼》中的落后妇女一 

样。在责、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混乱不明的情 

况下，民间话语以消极怠工实现了对单纯强调无私奉 

献精神的政治话语的消解，民间以自身不合法但合情 

的行为方式，维护了少得可怜的权利和利益，无形中 

实现了对漠视个人私利的政治话语的拒斥。 

三、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 

知识分子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应该以 

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人格，为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 

不良现象发出正义的呐喊。因此，知识分子表现的人 

性话语和启蒙话语是最动人的情感乐章。具体到赵树 

理，无论是建国前的文学创作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小 

说的书写，都是在“对‘五四’知识分子化写作的一种自 

觉的疏离甚至反抗下进行的，他‘自始至终都把自己 

定位于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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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0](6) 在功利性文化语境的角色自塑和知性意识 

的重构过程中，赵树理对民间文化和农民意识的深入 

挖掘，表现了民间话语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中艰难转型 

的长期性和痛苦性。反映在他的合作化小说中的知识 

分子话语的内涵构成上，文本中表现的不同阶层的知 

识分子由于生活阅历、人生经验、文化背景、教育程 

度、知识储备、生命感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对政治 

强势话语和民间弱势话语的选择判断的态度不同，但 

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性”作为知识分子良知的本质内 

核，先在地限定了复杂的表现中有着相对统一的价值 

选择。

这种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话语，表现 

在经受五四启蒙形成的现代性审美眼光，对民间的封 

建性、劣根性的“他者”审视。赵树理只想当“文摊文学 

家”而不想上民众难以攀登和欣赏的文坛， 形成的创作 

理念和问题小说的文体意识的不断强化，遮蔽了他从 

五四新文学传统所继承来的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 

赵树理曾说： “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还有非中 

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能使我 

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于这一面——中国 

民间文艺的缺陷是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11](1486) 五四新 

文化的理性精神，成为赵树理合作化小说抒写过程中 

难以忽视的价值支点和审美视角。赵树理对传统文化 

劣质基因的挖掘和表现，是用异质的现代因子所表现 

的启蒙话语作为价值参照系。展示保守、顽固、自私、 

无赖等劣质基因的危害性，以及在合作化运动中与宏 

大的政治话语不相适应的一面。强势的政治话语与知 

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在对落后农民的性格和人格进行 

现代性的重塑方面显示出有机的契合，知识分子话语 

接受强势话语的引导而显示出彼此和谐的关系。 

在体制性话语面前的软弱和渺小，使知识分子既 

不违背良心对弱者深表同情，又要在伦理化政治宏图 

的实现途径的寻求中，实现知识分子的文化抱负和责 

任意图。二者之间的艰难选择迫使知识分子采取弱性 

反讽的态度，消极地对抗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话语的 

强力压制。面对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分子的弱 

性反讽就成为特殊的语境下最佳的话语选择方式。 

“在弱性反讽中，作者的修辞目的更为隐蔽，不像强性 

反讽那样鲜明、强烈。这种反讽属于客观性的反讽， 

即作者通过对事象或人物行为和话语的相对客观的描 

写，来显示一种反讽性的意味。” [12](230) 在《三里湾》 

《锻炼锻炼》等文本中，时过境迁的变化语境就会导 

致本意与原意的错位，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的双层结 

构形成了对立抗衡。在《三里湾》中，赵树理只是遵 

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客观冷静地描绘整治村长范 

登高的检讨会，双方力量的悬殊以及话语阐释权的分 

属，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合情合理的；但在二十一世纪 

的语境下，重新反思这些情节和场面的合理性就会出 

现弱性反讽的问题。以支部书记金生为首的政策执行 

者，利用政治话语的权威对政策的阐释正确吗？群起 

攻之造成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民主的标准和心平气 

和的教育说服方式来衡量， 其合理性又在哪里呢？《锻 

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在干部们设置的圈套中遭到群 

众的批斗，干部们为了惩治落后群众而采取诱民犯罪 

的方式，并利用群众的盲目性对落后分子进行恐吓和 

整治，其道义性又在哪里呢？尽管赵树理主观的创作 

意图受他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对主流话语危害 

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质疑，但始终站在 

农民利益的价值选择上，就会在无意中突破了意识形 

态对个人视野的局限，以弱性反讽的知识分子话语解 

构强势话语。 

四、话语纠结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 

在对合作化生活进行艺术性书写和审美化整合的 

过程中，赵树理独特的审美自由理念，再也不能在时 

代的限制中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创作。在建国前的小说 

书写中，“现实利益正体现了‘身体’的在场，以此为出 

发点，在新的政治环境与旧的乡村结构之间进行自我 

调整，这就减轻和降低了赵树理小说的政治说教 

性”。 [13](136) 但在建国后的语境下，以身体在场为修辞 

策略的民间性、趣味性、审美性都在政治理性的教条 

规约中失去了其生动活泼的生命色彩。比如《卖烟叶》 

对堕落青年贾鸿年的刻画： “贾鸿年进门来定住身扭头 

朝着李老师一看，好像亮了个相，然后把身一转，把 

腰一躬，紧紧走了几步来到书桌边，行了个九十度的 

鞠躬礼说：‘李老师，你好！’要是当一个话剧演员的 

话，他这一串又恭敬又热情的动作，和最后说那句台 

词的速度、声调，都可以打个八九十分。”政治话语认 

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倾向，赵树理深陷围城又要 

冲出围城的焦虑状态，使他在强大的政治话语的压制 

下，已难以将民间自由活泼的精髓进行精确的艺术传 

达，塑造的贾鸿年只是图解并演绎政治话语的符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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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已失去了民间人物形象所承载的生命活性的符 

码，成为了干瘪的毫无生命活力的扁平人物。同是漫 

画般的喜剧人物，将贾鸿年与《小二黑结婚》中不守 

传统妇道的三仙姑相比，艺术风格的变化非常耐人寻 

味，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 

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 

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 

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舞台上的失去了生 

命活力的木偶与民间老来俏的活性人物相比，同是俯 

视的视角，同是异质的价值判断，但内在的艺术生命 

力却有天渊之别。同样，赵树理塑造的其它人物，比 

如《互作鉴定》中的刘正、《老定额》中的林忠、《实 

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 

等人， 不同的性格经历形成的正面或者反面人物形象， 

却都殊途同归地成为政治话语遮蔽下的跑龙套角色。 

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性价值结构向农民文化结构的 

倾斜，导致赵树理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天然地具有民间 

文化的亲和性，随着政治性话语的日趋强势，赵树理 

再也不能以淡定从容的心态，从事审美艺术的创造。 

反映在合作化小说的创作中，首先，最具有赵树理风 

格的风俗文化和晋东南地域风情的描写已失去了昔日 

自由活泼的风采，赵树理擅写的“田间地头、农艺劳 

作、节庆丧葬、赛醮纷举、礼仪婚俗，乃至饮食穿着、 

婆媳长短、敬神信巫、吹打弹唱”等富有民间元素的风 

俗习惯和文化艺术都在政治话语的功利性要求下删掉 

了， [14](537) 即使偶尔写到地方风俗，也是以合作化的政 

治话语为标准对其进行合目的的功利化改造，获得存 

在的话语空间。其次，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赵树理 

也不能保持平和舒缓的心态，纡徐有致的艺术表现和 

曲径通幽的情节安排在“赶任务”的政治话语的要求。 

汪曾祺评价赵树理的最可爱之处，“是他脱出了所有 

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即自得其乐地活出了一份 

好情趣”。但这绝不是建国后的赵树理的的创作心态 

和艺术模式的真实写照。 [15](84) 在他  1953 年写的第一 

部合作化小说《三里湾》中，为赶任务和配合政策的 

紧迫要求就已使赵树理放弃了先前设定的情节布局。 

从小说叙事来看，前松后紧的叙事节奏形成的叙事张 

力，在故事情节的设计安排方面造成了叙事的裂缝。 

以爱情婚姻模式为例，范灵芝与马有翼两个年轻的农 

村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在小说前半部分还充满了浓 

郁的民间情感韵致，但在合作化的政治话语之下，范 

灵芝与马有翼闪电式的爱情变化，以及王玉生和范灵 

芝、王玉梅和马有翼、袁小俊和王满喜三对男女青年 

迅速找到爱情归宿并步入婚姻殿堂的情节安排，总给 

人突兀之感。这是政治性话语的“好女爱先进”对知识 

分子话语的“小资情调”以及民间话语的“门当户对”模 

式进行遮蔽和压制的典型个案。最后，小说创作模式 

的嬗变，也反映出急功近利的政治话语诉求已使赵树 

理无暇顾及民间审美的艺术情趣。在故事素材——艺 

术虚构——审美文本的创化整合过程中，艺术虚构作 

为素材到文本的中介作用的缺失，正是赵树理矛盾心 

态的明证。《老定额》《张来兴》《实干家潘永福》《套 

不住的手》等小说将艺术的审美价值等同于政治性的 

宣传教化。此时政治话语的教化功能已将知识分子话 

语的媒介功能，以及民间话语的娱乐功能全面覆盖和 

占领，赵树理审美实践中的困惑也达到了顶点，这就 

是建国后赵树理难以动笔又不得不动笔最后只好封笔 

的内在原因。 

赵树理曾说：“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 

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 

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 

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 

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要说批评的继承， 

都有可取之处，争论之点，在于以何者为主。文艺界、 

文化界多数人主张以第二种为主，理由是那些东西虽 

来自资产阶级，可是较封建的进一步，而较民间的高 

级，且已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无形中已把它定为正 

统。” [16](357) 正统与异端、主干与侧枝、中心与边缘、 

主流与支流等诸如此类的论争，实质上是争夺话语领 

导权或话语霸权的问题。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所蕴 

涵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因为与 

建国后的政治话语在现代性内涵上的合谋而倍受青 

睐。古代士大夫传统和民间传统的失落是现代性转型 

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作为备受民间传统熏染 

的赵树理，以宣传教化的审美理性视角，形成评书体 

问题小说“说—听” 式的叙述模式， 实际上通过知识分 

子话语的中介，已完成了对古典传统和民间传统的现 

代性和创生性的转化。但建国后，民间话语的审美自 

由感性与政治话语的功利理性，再也不能在知识分子 

话语的知性智慧上统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人物形象 

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 

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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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ght in the Tangle 
——An analysis of Zhao Shuli’s novels­cooperatives narrative discourse 

CAO Jinhe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dong He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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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in and loss of Zhao Shuli’s cooperative novel creation art, can be analysed from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folk  discour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value  reflec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ower  level 
structur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discipline  and  digestion,  folk  discourse  of  the  han,  and  rejects,  intellectual 
discourse  compliant  and  resistance, and  between  the  three words which  caused  anxiety  and  tangle mentality  art,  are 
especially  new  characters which  reveals  that  “the  present  is  poorer  than  the  past”. The  “land  sliding  phenomenon” 
presented by Zhao Shuli’s creation is really thought­provoking. 
Key  Words:  Zhaoshu­li;  The  cooperative  novels;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Folk  discourse; 
entang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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